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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营造法式》：
一部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学术史

王贵祥
WANG Guixiang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Liang Sicheng and 
Yingzao Fashi: A Scholarly Journey That Has Endur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摘 要：1919 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宋《营造法式》并

刊印丁本《法式》，之后委托陶湘先生以《法式》诸版本勘

核校对并出版陶本《营造法式》，接着朱先生成立中国营造

学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延请梁思成、刘敦桢

等学者加盟，从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

系统建构，与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大书的深入

探索。自梁思成于 1925 年由乃父处获得陶本《营造法式》

到其加入学社，开展紧锣密鼓的古代建筑考察与研究，直

至发现唐代佛光寺大殿，接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

月，梁先生始终坚持以理解与研究宋《营造法式》为中心，

以建构中国建筑史与诠释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为目标的艰难

学术之旅。自 1919 年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至梁先

生的学术大作《〈营造法式〉注释》全本以《梁思成全集》

第七卷的形式于 2001 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其间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正是几代中国学人在探究中国古

代建筑奥秘这一学术道路上筚路蓝缕的真实历程。

关键词：朱启钤；《营造法式》；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

《〈营造法式〉注释》

Abstract: In 1919, Zhu Qiqian’s discovery of the Song 
dynasty’s architectural treatise, Yingzao Fashi, in Nanjing 
led to the printing of the renowned “Ding edition”of 
this work. Subsequently,  he entrusted Tao Xiang with the 
task of meticulously reviewing and publishing the Tao 
version of Yingzao Fashi in multiple editions of “Fashi”. 
Zhu’s endeavors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 alongsid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Eminent scholars such as Liang 
Sicheng and Liu Dunzhen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society, 
marking the initiation of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al history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tricate depths 
of the ancient architectural masterpiece, Yingzao Fashi, 
originally pu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Liang 
Sicheng’s involvement in this endeavor commenced in 
1925 when he received a copy of Yingzao Fashi from 
his father. Throughout the turbulent years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Liang remained steadfast in his dedication 
to comprehending and researching the intricacies of 
Yingzao Fashi. His relentless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system led him to remarkable discoveries,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in hall of Foguang Temple, a 
Tang dynasty building. This arduous academic odyssey, 
initiated by Zhu Qiqian’s 1919 discovery and culminating 
in Liang Sicheng’s magnum opus, An Annotation of 
Yingzao Fashi, officially published in 2001 as the sev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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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 20 世纪中国建筑叙事史与学术史的重要线索之

一，是一部以宋代屋木营造为主旨的中国古代典籍——北

宋徽宗朝将作监李诫编纂的宋《营造法式》（后称《营造法

式》或《法式》）。这部完成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于

徽宗崇宁二年（1103）由朝廷下旨颁印并海行天下的崇宁

本《营造法式》，还未来得及在当时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北

宋王朝这座原本美轮美奂的大厦就在靖康之乱中轰然坍塌。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当时的平江知府王㬇偶获一部北

宋刊印的《营造法式》旧本，当即加以校勘重印，是为绍

兴本《营造法式》。此后，这部命运多舛的古代建筑大书就

流落民间，成为私人藏书家辗转誊抄的珍稀文本。明代修

《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先后从民间藏书中将之

收入其中。然永乐本在晚清外患中不幸付之阙如。清代藏

有《四库全书》的七座庋书之阁，有几座在内外战乱中遭

遇兵燹，阁中所藏的《营造法式》文本自然也在劫难逃。

20 世纪最初的那十余年，广袤中国大地上的房屋营造思

想，仍然深深根植于传延数百年的清代屋木匠作传统之中，

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旋涡中的中国建筑学领域，

无论是在建筑设计方面，还是在历史建筑考察方面，几乎任

何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建筑创作与学术研究进展，其主要的操

盘手，不是欧美建筑师，就是欧洲或日本的考古学者。

1 《营造法式》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
的创立

中国近现代建筑学领域这样一种以西方及日本建筑师

与学者主导的叙事构成与学术流向，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

事件，在 1919 年出现了重要转机。先是在此前的一年，中

国建筑史学的先驱大家朱启钤先生作为南北和谈的代表，

在其南下之际的间隙，受当时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先生之邀，

来到位于南京的江南图书馆，无意间发现馆中收藏的一部

宋《营造法式》抄本。大喜过望的朱桂老以他敏锐的学术

直觉，深刻意识到这部古代典籍对于中国建筑的重要性。

正如先生在谈到这一发现时所言：“民国七年，过南

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

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谂世。

顾其书若存若佚，将及千年，迄无人为之表彰，遂使欲研

究吾国建筑美术者，莫知问津。”[1]2 朱先生对这部书的价

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

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

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于

是得其术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

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

在。”[1]2 后来，先生还特别强调：“我国历算绵邈，事物繁

赜，数典恐贻忘祖之羞，问礼更滋求野之惧，正宜及时理

董，刻意搜罗，庶俾文质之源流，秩然不紊，而营造之沿

革，乃能阐扬发挥前民而利用，明仲此书，特其羔雁而已，

来轸方遒，此启钤所以有无穷之望也。”[2]1

朱先生当即决定将这部古代营造奇书以石印缩版付梓。

这部面世于 1919 年，且由今人付梓刊印的中国古籍大书，

就是 20 世纪初最早问世的石印本《营造法式》。因其所依

之本是曾被钱塘丁氏嘉惠堂收藏的一部民间抄本，故又称

“丁本”《营造法式》。当时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即将这部丁

本《法式》印刷出版，一时间引起时人的关注。

如后来所知，丁本《法式》本系传抄自常熟张芙川影

宋抄本，但因几经誊摹传抄，其中的缺失与讹误较多。在

丁本问世之后，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朱启钤先生又委托当时

的知名学者陶湘先生对这一文本进行勘核校订。如陶先生

在他的核校本之末所附《识语》中所言：“知丁本系重钞张

氏者，亥豕鲁鱼，触目皆是。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有钞本，

字雅图工，首尾完整，可补丁氏脱误数十条，惟仍非张氏

原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钞，亦绍兴本。《四库全

书》内《法式》，系据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影宋钞本录入，

缺第三十一卷。馆臣以《永乐大典》本补全。明《文渊阁

书目》，《法式》有五部，未详卷数、撰名。《内阁书目》有

《法式》二册，又五册，均不全。”[3]251-252 可知，陶湘先生

在丁本基础上，遍寻当时能够找到的诸种版本，核对全文

逐一加以勘校更订之后的新版《营造法式》与宋人李诫的

原著似乎更为接近。

1925 年，朱启钤先生将陶湘先生校订过的《营造法式》

再次付梓刊印，是为后来得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

学界大家一致认可，并赖以作为进一步勘核校订与研究阅

读之基础性文本的陶本《营造法式》。关于这一点，梁先

生在后来也曾提到，在丁本《法式》刊印不久，“在由内阁

volume of Liang Sicheng’s Complete Works by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span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 represents the enduring commitmen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inology to unravel the enigmatic 
intricacies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is remarkable heritage.

Keywords: Zhu Qiqian; Yingzao Fashi;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Liang Sicheng; An 
Annotation of Yingzao F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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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库散出的废纸堆中，发现了宋本残叶（第八卷首叶之前

半）。于是，由陶湘以四库文溯阁本，蒋氏密韵楼本和‘丁

本’互相勘校；按照宋本残叶版画形式，重为绘图、镂版，

于公元 1925 年刊行（下文简称‘陶本’）。这一版之刊行，

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注意”[4]9。

2 梁思成与《营造法式》的初次接触

也正是在陶本《营造法式》问世的这一年，这部旷世

奇书引起了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注意，并且迫不及待地

将之遥寄于远在大洋彼岸的公子梁思成。当时正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梁思成，甫一见到这部装帧精

美的中国古代建筑大书，显然也充满了好奇与喜悦的心情。

从后来梁思成先生一生的学术足迹可以推测，很可能就是

从看到这部近千年前古人撰写的建筑大书那一刻开始，读

懂这部宋代屋木营造古籍，并以这部书为基础彻底厘清中

国建筑的历史经纬与本质特征，便成为他此后毕生追求之

学术道路的一条主线。这一学术理念似乎也对同在宾大留

学的林徽因先生产生了影响。换言之，正是在这一年，这

部宋代房屋营造古籍就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结下了不解

之缘，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梁、林二位先生后来近乎多

半生的学术生涯。

然而，当时的中国学界在面对《营造法式》这部千年

古籍时，几乎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如学术大家朱桂

老，在《法式》文本阅读上几近下足了功夫，却也曾遇到

不少困惑，他曾感叹地谈道：“启钤受而读之，心钦其述

作传世之功，然亦未尝不于书中生僻之名词，讹夺之句读，

兴望洋之叹也。于是一面集赀刊布，一面悉心校读。几经

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1]2 当然，众所

周知，朱先生在文本最初的校读断句与版本勘核上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又如，受朱先生之嘱从事文本勘校的陶湘先生，本是

遍览诗书的饱读之士，但是当他完成全书核校之后，面对

《法式》卷尾的附图，却殊难将其所校文本与图中所绘制之

殿阁厅堂的构造名件一一对应，只得“爰倩京都承办官工

之老匠师贺新赓等，就现今之图样按法式第三十、三十一

两卷大木作制度名目，详绘增坿，并注今名于上，俾与原

图对勘，觇其同异，观其会通，既可作依仿之模型”[3]255。

仅此一端或可推知，晚清民初的文人学者们面对这部

通篇皆为不知所云之名词术语的千年古籍，即使是学富五

车的硕儒，或可能在文字句读与版本勘校上取得较大进展，

但在《法式》文意与宋代匠作系统理解上，亦很难作出太

多令人可信的诠释与置评。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延请经验

丰富的晚清官工匠师，并借用清代建筑的名词术语，对书

中所附古图加以比附描摹，以尝试作出一种似懂非懂的依

仿式诠解。显然，陶湘先生的这一做法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不出所料，这样一部千年古籍也令正在踏入建筑学之

门的梁思成同样感觉到阅读上的困难。梁先生在谈到他初

获其书时的兴奋与茫然时，也流露出了深深的感慨：“虽

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

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

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4]10

1927 年，梁思成完成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

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转入哈佛研究生院，准备开始他有

关“中国宫室史”的博士研究课题。但因当时的美国有关

中国建筑的资料相对比较匮乏，在作了三个多月的资料搜

集之后，他决定先回国从事实地考察，以掌握中国建筑的

第一手资料。之后，已成伉俪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先生

又携手游历欧洲，到他们在美国学习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欧

洲历史建筑实例中学习考察，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世界建筑

史知识。这一欧陆考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们后来能

够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代建筑考察研究与中国古代建筑史

史学建构，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28 年 9 月，梁、林两位先生回国之后，先是到辽宁

沈阳新建立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在东北大学的这一

时期，梁先生不仅为建筑系学生制定了全新的教学计划，

还亲自撰写《中国雕塑史》讲稿，希望从艺术史的角度开

启中国建筑教育的先声。同时，他还与林先生一起，组织

学生对沈阳附近的清代陵寝建筑开展测绘，既希望引导建

筑系的学生从一入门就能够关注中国建筑，也希望藉此开

始他们自己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求索之路。同时，他在东北

任教的不长时间内，还曾与林徽因、陈植、张润田、童寯、

蔡方荫一起为吉林大学做总体规划设计，并亲自设计建造

了一栋兼具现代建筑特征与中国古代建筑意味的石构建筑，

从而开启了他所希望的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融入现代建筑

创作之中的探索之路。

3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愿景

在陶本《营造法式》问世 4 年之后的 1929 年，对中

国传统营造情有独钟的朱启钤先生开始筹建中国营造学

社（后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希望藉学社这

一平台推进对包括宋《营造法式》在内的中国传统营造术

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能够应用于当下建设的

“工科实用之书”。如他在这一年撰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缘

起》一文中所言：“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

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

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

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

名家，公开讨论。……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

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涂，重士

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

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5]1

显然，组建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一

种科学的眼光开展对《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并由此生

发出于当下建设有实用价值、适合中国人的房屋营造之学。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朱先生提出了“沟通儒匠”“资料

征集”“编辑进行”三部曲，并提出要纂辑营造词汇、辑录

古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访问大木匠师

与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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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理实物及图样，开展包括释名、论著、各作法式、诸种

做法案例等的搜集整理。同时，朱先生还围绕这一目标，特

别制定了以破解《营造法式》之谜、探索中国建筑实用工程

体系为核心目标的中国营造学社最初的五年研究计划。

1930 年之后，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正式成立，慧眼识

珠的朱启钤先生于 1931 年与 1932 年，先后延请到有着深

厚中国历史与建筑学功底的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先生，分

别担任学社的法式部与文献部主任。这 20 世纪 30 年代的

最初几年，正是成立之初的中国营造学社充满了学术活力

的时期。初步崭露头角的营造学社，既有朱启钤高瞻远瞩

的运筹帷幄，又有梁、刘两位学术巨擘以及随之先后加入

学社的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杰出

学者的鼎力合作，加之当时一些社会精英、学界名流以及

诸多知名建筑师，也包括一些传统营造厂商等，都或在名

义上，或在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加盟或支持了刚刚成立

的中国营造学社，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学社成立的最初几年，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

位先生仍将一部分精力放在已经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

的文本校订与文字纠错上。他们以深厚的文献功力，结合

“丁本”“四库本”“张本”，以及 1932 年发现的“故宫本”

等不同版本，分别再一次对陶本《法式》作了仔细的梳理

与校订。梁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故宫本发现

之后，由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以‘陶本’为

基础，并与其他各本与‘故宫本’互相勘校，又有所校正。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各本（包括‘陶本’）在第四卷‘大

木作制度’中，‘造栱之制有五’，但文中仅有其四，完全

遗漏了‘五曰慢栱’一条四十六个字。惟有‘故宫本’，这

一条却独存。‘陶本’和其他各本的一个最大的缺憾得以补

偿了。”[4]9-10 这一阶段的深入校订，为梁思成先生后来开展

的《营造法式》研究与注释工作，奠定了一个更为扎实的

文本基础。

4 弄懂《营造法式》与建构《中国建筑史》

然而，事实证明若要真正弄懂宋《营造法式》这部读

起来有些佶屈聱牙且不知所云的千年古籍，着实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仅仅靠在历代古籍中寻章摘句，或是借用国

外的营造论著与词汇，很难厘清其中的内容。同时，如果

仅仅将精力全部集中在《营造法式》的文本研究上，不仅

在理解与解释这本千年古籍上仍然存在较大困难，而且对

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体，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演进历史，仍然

难有较为深入的认知。

相信当时的梁思成先生正是从他对《法式》文本的反

复阅读与勘校中，深深体味到了这一点。加盟中国营造学

社的最初几年，梁思成除了积极参与《营造法式》文本的

勘核校正工作之外，也同时开展了另外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利用当时北平地区明清官式建筑遗存案例极

其丰富的天然优势，结合学社积蕴的丰富资源，特别是朱

桂老积年搜集无私提供的清代工匠在各种匠作技艺方面的

口诀、秘籍与算例，集中力量对清代官式建筑诸种匠作的

制度与做法加以研究整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经典

建筑学的学术逻辑理路、文字叙述方式与科学图形语言，

编撰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后称《清式营造则例》或《则

例》），并在其书之末附以经过整理的“营造算例”。同时

也将明清官式建筑的制度、做法、算例，以及种种精密琐

细的名词术语与构造做法，从世代相传的官工匠人职业圈

内释放出来，令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人能够读懂看懂那

些近在咫尺的明清建筑。换言之，通过这部书，梁先生让

读者初步理解并掌握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

分，即明清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中的大式与小式建

筑的构架、斗栱、瓦石、装修与彩画等的制度、做法与名

词术语。

其二是，将目光转向对可能尚存的早期建筑，特别是

唐、辽、宋、金时期木构建筑的系统考察、发现与研究上。

加盟学社的最初几年，梁先生对唾手可得、规模宏大且比

较容易出学术成果的考察与研究课题，如他生活工作所在

地北平的建筑群，以及已有专班往返长途汽车，在当时交

通尚属便利的热河地区大量的明清古建筑群，并没有投入

太多的热情与精力。却将学术的关注点聚焦在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极不便利，且可能受到当时各种战乱影响，在安

全上没有充分保障的华北地区早期建筑实例的发现、考察

与测绘上。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称《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或《汇刊》）前几期的研究论文中可以看出，1932
年梁先生先是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进行了科学测绘

与研究，接着对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进行了同样方式的测

绘考察，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证明了这几座建筑都是重

要的辽代遗构。

之后的 1933 年，梁先生又不顾华北地区的兵荒马乱，

赴河北正定进行系统的考察调研，特别对正定隆兴寺摩尼

殿、转轮藏殿与慈氏阁等北宋木构遗存作了测绘研究。也

对广惠寺华塔、天宁寺木塔、临济寺青塔、开元寺塔等宋

金塔幢，以及正定县文庙、府文庙、开元寺钟楼、阳和楼

等时代跨度较大的多座木构建筑遗存作了扼要的考察与研

究。接着，梁先生又与刘敦桢、林徽因先生一起远赴山西

大同，对辽代华严寺、善化寺以及北魏云冈石窟等作了系

统考察与测绘。

之后至迟在 1933 年，他们考察与调研的足迹到达山西

应县，并为尚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应县木塔拍摄了一批

较为早期的照片。从相关史料中可知，梁先生与莫宗江等

人于 1933 年 9 月就对应县木塔作了实测，并绘制了详细的

测绘图与精美的木塔立面渲染图。在紧锣密鼓的连续跋涉

与长途奔波中，梁先生与莫宗江等又专程考察测绘了赵县

大石桥等几座重要古代石构桥梁建筑。在此期间，梁、林

两位先生还作了一项包括太原晋祠、赵城县（今洪洞县）

广胜寺等在内的覆盖范围更为广阔的晋汾古建筑调查研究。

同在这一时期，刘敦桢先生也对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苏州

古建筑、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进行了范围广阔的考察调研。

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 1937 年 6 月，梁思成与

林徽因、莫宗江还在继续着对地处偏远的五台山佛光寺唐

代东大殿与金代文殊殿等的调查与研究，以及对包括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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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等在内的晋中地区古建筑的考

察研究。或许是苍天有眼，正是在这几乎是时局最为危险

的大规模战事爆发前夕，梁先生终于发现了他多年以来心

心念念锲而不舍不懈寻觅的唐代木构建筑遗存，即唐代遗

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从而为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建构找

到了明显早于宋《营造法式》，亦明显早于之前已经发现的

辽、宋初期木构遗存的极其宝贵的重要唐代木构建筑实例。

这些由中国营造学社支持的、有条不紊范围广阔的早

期建筑遗构调研、考察与测绘，在梁思成的心目中其实是

有着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的。那就是要推翻国外学者主要

是日本学者所得出的，中国已难发现比 1038 年建造的辽

代殿堂大同薄伽教藏殿时代更早的木构建筑实例的仓促结

论。同时，要基于充分的实例考证与坚实的文献史料支撑，

建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能够跻身世界建筑史之林的

中国建筑史。这一点从梁思成于 1932 年发表的《伯希和先

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在这封

信中，伯希和先生针对梁思成关于他所拍摄发表的敦煌窟

檐照片中“原照片虽不甚清楚，但各部结构大概已很了然。

《图录》中与此类似之照片还有几张，都显然表示唐建的

形制”[6]124 这一问题，通过其中一处檐廊建筑的形制与文

字题刻证明“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九八〇年”[6]125，

以及采用同样方法说明，另外“一处檐廊的年代所以是

九七六”年的 [6]125。紧接着，伯希和特别提到了日本学者

的早期判断：“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木建筑可考之最古年代

当为一〇三八，但我们在敦煌有一处檐廊，较此更古数十

年。” [6]126 因此，伯希和先生写道：“我们的同志常盘和关野

认为中国木建筑没有确实比一〇三八更古的，在一九三一

年《通报》第二二一及四一三页上我已将此点讨论。上列

文字若以为可用，你也可以发表。”[6]125 两人信件往来中所

表达的共同观点就是，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两位先

生的这一草率结论仍有商榷之处。

其实，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现，梁思成在《中国营造

学社汇刊》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

佛寺与宫殿》。在《汇刊》的同一辑上，也刊载了林徽因的

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紧接其后梁先生连续发表

的几座辽、宋建筑实例考察与研究成果，亦是循着这一学

术理念逐渐展开的。由此可知，在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初，

他们心心念念的学术目标就是：通过对早期建筑的发现与

研究，建构一部具有科学实证意义的中国建筑史。并在艺

术史与技术史的建筑学学理层面上，对中国古代建筑——

包括晚近的明、清建筑与早期的唐、辽、宋、金、元建

筑——的形制做法与本质特征加以系统地揭示与阐释。

事实上，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建构是梁思成与刘敦桢两

位学术大家苦心孤诣学术生涯中的共同夙愿之一。在抗日

战争的至暗时刻，在四川李庄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梁先

生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帮助下，带病坚持完成

的《中国建筑史》与以英文撰写且图文并茂的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

大著，以及 20 世纪 50—60 年代，梁、刘两位先生共同领

导界内同仁开展广泛调查研究与合作撰写，并由刘敦桢先

生主持完成，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付梓问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典型的例证。

然而，为《中国建筑史》史学体系建构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中国营造学社早期学术目标的一个方面。如本文开篇

所提到的，真正贯穿 20 世纪建筑叙事史与学术史的一条主

线，是朱启钤先生在学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的对宋《营造

法式》的全面理解与诠释，并将之应用于当下的实用建设

之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就以宋《营造法

式》作者画像“宋李明仲先生像”与朱启钤先生撰写的《中

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为开篇，即可视作佐证。该册的主

要内容也是以《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等文章为核

心展开的，后来的几卷诸册亦陆续刊载了包括王观堂、梁

启超等先生有关《营造法式》的遗札与墨迹，以及关于“营

造词汇纂辑方式”或诸多与“营造算例”“工段营造录”以

及“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等相关的系列文字，藉此亦可

略窥一斑。之后的《汇刊》第六卷第二期，梁思成集古代

建筑诸部分之做法图例，编纂出了“建筑设计参考图集”。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学社初期确有集一众学者之力，解开宋

《营造法式》这部古籍中所蕴涵之古代营造秘法，并将其与

现代建造工程加以结合利用的宏大学术愿景。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目标。从更

深层次来说，这是一个耗费了梁思成及其助手们几乎大半

生心血，直至学社成立数十年之后才基本完成的目标。其

部分研究成果在梁思成先生辞世十多年之后才得以问世，

而其完整研究成果的最终付梓刊印，已经是 21 世纪初的事

情了。这时，距离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这部奇书

并将其付梓印刷，同时开启他矢志一生的中国古代营造研

究与弘扬之学术事业，已经过去了 80 余年。

5 《营造法式》奥秘初探与早期木构建
筑的考察发现

梁先生在其文《〈营造法式〉注释序》中特别提到了

他在《营造法式》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我比较系统

地，并且企图比较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还是从公元

1931 年秋季参加到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以后才开始的。我

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

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

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

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老木匠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

祖鹤州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

‘标本’，总算把工部《工程做法》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

部《工程做法》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

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创造了条件。公元 1932 年，我把

学习的肤浅的心得，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4]10

由此可知，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

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囿于一般古籍研究中就文本研究

文本的传统做法，而是从建筑实例出发，比照实例研读文

本。当时最现成的建筑实例是北方地区大量存在的清代建

筑。于是，梁思成一边阅读清工部《工程做法》文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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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向经验丰富的老匠师请教，并以当时北平地区举目皆是

的清代建筑为样本，以期弄明白清代木构建筑基本的制度

与做法。并绘以图例，撰以文字，附以算例，以此理解清

建筑大木、瓦石、装修、彩画等的基本做法与术语，又为

进一步弄懂千年古籍宋《营造法式》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

础。此过程展示了一种逻辑上十分清晰明了的学术研究方

法与路径。

如梁先生所言，在深入开展《营造法式》研究之前，

亦即加盟营造学社之初，他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清代

建筑制度与做法的研究，并以《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对这

一阶段的工作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之后，他的主要精力

实际上已经转入对宋《营造法式》的研读与探究。这一研

读与探究，也正与他所设定的另外一个学术目标——中国

建筑史的史学建构相契合。也就是说，他开始全身心地投

入早期中国建筑实例的发现与研究，并在这一研究中逐步

拓展自己关于《营造法式》文本内容与意义认知的广度与

深度。

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梁先生进一步吐露了他

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理念：“但是，要研究《营造法式》，条

件就困难得多了。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

去学习。而实物在哪里？虽然有些外国旅行家的著作中提

到一些，但有待亲自去核证。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这就

必须去寻找。”[4]10

接着，他特别谈到了自己于 1932 年春最早开展的两座

早期建筑实例即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的考察、测绘与研究

过程，并说道：“但是它们是辽代建筑而不是宋代建筑，在

年代上（公元 984 年）比《法式》早一百一十余年，在‘制

度’和风格上和宋《法式》有显著的距离（后来才知道它

们在风格上接近唐代的风格）。尽管如此，在这两座辽代建

筑中，我却为《法式》的若干疑问找到了答案。例如，斗

栱的一种组合方法——‘偷心’，斗栱上的一种构材——

‘替木’，一种左右相连的栱——‘鸳鸯交手栱’，柱的一种

处理手法——‘角柱升（生）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筑

中所没有而《法式》中言之凿凿的，在这里却第一次看到，

顿然‘开了窍’了。”[4]10

如果阅读梁先生先后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

的诸篇考察研究性论文时稍微细心一些，就会发现梁先生

是一边做早期木构建筑实例的发现、考察与研究，一边参

考阅读宋《营造法式》文本，并将两者加以悉心比照，以

期在实例考察的同时逐步加深对《法式》行文的理解。这

一点从其文章描述早期建筑时所使用的术语——由最初将

宋式建筑术语与清式建筑构件名词相互参照比较使用，到

逐渐使用较多《营造法式》各作营造术语，直至最后完全

运用宋代《法式》行文中的名词术语对唐宋建筑加以描

述——这一文字表述习惯的渐次变化中，就可以看得十分

清楚。

如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其每提到

一个构件，几乎都注以清代相应的构件名称，以作解释。

如：“柱头铺作  清式称柱头科。其栌斗（今称坐斗）……

自栌斗外出者计华栱（今称翘）两层，……上层跳头施

以令栱（今称厢栱），……置于交互斗（今称十八斗）

内。……令栱之上，置散斗（今称三才升）三个，……”[7]31

同时，还不时地将其做法与《营造法式》中的描述或相同

位置的清式做法加以比较，如：“有栱之形，而无栱之用，

实柱头枋（清式称正心枋）上而雕作栱形者也。就愚所知，

敦煌壁画，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营造法式》及明清遗构，

此式尚未之见，而与独乐寺约略同时之大同上下华严寺，

应县佛宫寺木塔皆同此结构，迨辽之特征欤？”[7]32 这样一

种将《法式》词汇与清式术语比照使用的做法几乎贯穿了

全文，与《法式》内容相关的疑问也不时出现于行文之中。

这些都十分明显地透露出，梁思成在开展早期建筑实例考

察之前做足了功夫，不仅将手边能够找到的各种图片资料

仔细核对，还对《营造法式》文本细致研读，故才会采用

这样一种表述方式，亦会提出这样一些颇具深度的疑问。

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一文中，这种将清式建

筑术语与宋代《法式》词汇并置使用的情况显然少了一

些，但仍然可见。如：“柱头铺作  按《营造法式》说法，

是‘双抄重栱出计心’，清式叫做‘五彩重翘’。自栌斗口

中，伸出华栱（翘）两跳，第一跳跳头横安瓜子栱（外拽

瓜栱），瓜子栱上安慢栱（外拽万栱），慢栱上安罗汉方（外

拽枋）。”[8]25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前的一文中，梁先生还曾

将宋代术语中的“柱头方”称为类于清代说法的“柱头枋”。

而在这篇文字中，梁先生已经纯然采用了宋式的说法，直

接称“罗汉方”而非“罗汉枋”。说明这时梁先生对《法式》

文本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在稍后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一文中，梁先生已

经十分自如且自信地采用宋代《法式》术语对宋代木构遗

存作直截了当的叙述，而不再缀以彼此对应的清代术语了。

这不仅是行文风格上的演变，也表明梁先生对《法式》的

构造术语已经了然在胸，并且能够熟练地将之与实例建筑

清晰对应了。只是从这篇文字的行文中，仍然多少可以见

到点滴清代建筑术语的痕迹。如其文中谈到正定隆兴寺摩

尼殿的立面时，称其为“重檐歇山的殿身，四面加歇山抱

厦”[9]，而未采用宋《法式》术语“重檐九脊”描述其殿身

屋顶，亦未以术语“副阶之四面出龟头殿”描述其殿身下

四周副阶所附加山面朝外的“龟头屋”式门廊的做法。这

些表述方式透露出，这一时期的梁先生在叙述宋《法式》

的文本与辽宋建筑的种种做法之时，仍沿用一种相互交叉

的折中表述方式，以使读者能够读懂为主要目标，而不刻

意追求其对宋代建筑各部分的论证与叙述必须与《营造法

式》文本术语充分契合。这或也因为梁先生对《营造法式》

文本的注释工作还未及充分展开，因而也尚未来得及将宋

代建筑各部分在术语表述上的统一作为其论文阐述的重要

标准之一。

在后来的诸篇论文中，这种情况几乎已经完全改观。

如在稍后梁先生与刘敦桢先生合作发表的《大同古建筑调

查报告》中，他们两人关于大同地区辽代木构建筑各部分

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直接采用了宋《营造法式》术语

表述方式。同时，在形式的描述上，如描述大同下华严寺

薄伽教藏殿屋顶时，称其“殿顶为九脊式，即明清之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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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描述大同上华严寺大殿，则直接称其为“殿面阔九

间，单檐四注”。甚至在谈到薄伽教藏殿内的壁藏与天宫

楼阁时，还直接引述了《法式》小木作制度中的描述：“营

造法式壁藏制度，……下层为坐，……中层为帐身，横直

排列经匣，……上层于平坐上，设天宫楼阁，有殿身茶楼，

角楼，龟头殿，挟屋，行廊等，缭以单钩阑，见同书卷

三十二天宫壁藏一图。”[10]31-32 并将之与薄伽教藏殿内的小

木作详细比对。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与刘敦桢

先生对《营造法式》的文本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且对各种

匠作制度的做法、构造与术语有了愈来愈深入且全面的理

解与把握。

反观抗日战争期间梁先生在四川宜宾李庄为他在 1937
年发现的当时所知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

大殿撰写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这篇在中国建

筑史研究历程中至为重要的学术论文，最初连续发表在石

印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上。因这

两期在极其困难时期发行，为蜡纸刻版石印，纸质薄脆，

不易保存且印数极少，后来已较难找到。在 1953 年的《文

物参考资料》第五、六期中，重又刊发了此文。梁先生的

这篇研究文字，行文简明扼要，语言严谨流畅，逻辑线索

清晰，将这座至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木构殿堂实例条分缕析

地加以充分的解析与阐释。

重要的是，梁先生这篇重要论文的行文，通篇均采用

与宋《营造法式》各种名词术语全然契合的学术语言。其

文对佛光寺东大殿的造型、平面、大木构架、斗栱铺作及

小木作装饰等，作了酣畅淋漓的学术性勾勒与描绘，却只

字未再采用清式建筑术语加以比照、解释。通篇读来，就

是一位对唐宋时期建筑体系与做法已成竹在胸，对宋《营

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小木作等诸种匠作之构造与名件的

名词术语了如指掌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一次全

面的解剖与分析。

这篇文章中还附有丰富的大木作梁架与斗栱等插图，

图中各部分名件亦标有详细的术语名词。所有附图中的图

示不仅皆为第一手测绘所得的唐代建筑构造做法资料，且

其所注诸构件名词术语，亦皆和与之相对应之《营造法式》

所描述的该处名件术语一一契合。

显然，这时的梁思成先生不仅自己对宋《营造法式》

中所述及的各种匠作制度与做法已熟谙在心，也期望以

《法式》中所内蕴的唐宋时期建筑的构造关系、名词术语及

叙述方式来描述这座创建于宋代之前的木构建筑实例，从

而开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代学术新风。即关于不同时

代建筑的学术研究与陈述，应该在文字表述上与该时代通

行的屋木结构、各部构造与名件术语保持一致。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此时梁先生已经对宋《营造法式》的文本

内容有了充分与全面的理解。

6 解开中国建筑之谜的两把钥匙

同一时期，梁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

二期上发表了他的《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这两部课本，指的就是梁先生所说的“清宋两术书”：一部

是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另

外一部就是自宋代遗留至今的《营造法式》。在这篇文章

中，梁先生谈道：“这两部书，要使普通人读得懂都是一件

极难的事。当时编书者，并不是编教科书，‘则例’‘法式’

虽至为详尽，专门名词却无定义亦无解释。其中（有）极

通常的名词，如‘柱’，‘梁’，‘门’，‘窗’之类；但也有

不可思议的，如‘铺作’，‘卷杀’，‘襻间’，‘雀替’，‘采

步金’……之类，在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的。且中国书

素无标点，这种书中的语句有时也非常之特殊，读时很难

知道在哪里断句。”[11] 接着，梁先生对这两部书的内容作了

一个通俗的介绍，又对两部书分别作了扼要的比较性分析

与解释，尤其对宋《营造法式》中的材分制度作了较为详

细的分析。

在此文的结语处，梁先生以十分简要的语言作了一个

概要性总结：“‘大木作’是由每一组斗栱的组织，到整个

房架结构之规定，这是这部书所最注重的，也就是上边所

称为我国木构建筑的‘文法’的。其他如‘小木作’‘彩画’

等，其中各种名称与做法，也就好像是文法中字汇语词之

应用及其性质之说明。所以我们实可以称这两部罕贵的术

书做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11]

可以说，梁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完

成了他对宋《营造法式》的研读与探究，并在结合各不同

版本对《法式》文本做详细考订的基础上，完成了《法式》

中最为基础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以及最为核心的大木

作制度的研究及制图工作。亦有可能同时尝试着作了一些

关于《法式》之小木作、瓦作、砖作、窑作、竹作、彩画

作等各种匠作制度的初步研究与分析，因而才有了足够的

底气，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学习中国建筑最重要之两部

“文法课本”中的一部，作了特别的强调与解说。

就术语表述方式而言，宋代的《法式》与清代的《则

例》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营造术语体系。其各自术语所

叙述的建筑与结构方式，也千差万别。然而，即使历史上

存有一定数量的宋元古籍，但涉及房屋营造的书籍却几如

凤毛麟角，希望从古人的描述中读懂《营造法式》几乎是

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方式，就是采用经典建筑史学的科

学学术理路，结合基于现场实例考察所得充分数据与形象

的唐宋辽金时代建筑实例，对照《法式》中的文本描述，

逐字逐句地爬梳、对比、推敲、猜测每一字词及其上下文

的意义，并通过实际案例的测绘考察与科学绘图来加以逐

一验证。

7 20 世纪 40 年代与 60 年代——《营造
法式》研究的两次冲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先生所致力的第一项建构中国

建筑史的工作，其难度已经等同于蛮荒之中的披荆斩棘了；

而其所面对的第二项研究工作，即唐宋建筑制度与营造体

系的诠释，则几乎是在暗夜中摸索前行。

如前所述，这项工作在一开始几乎就是一个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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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没有相应的参考书籍，没有一个与《法式》的描

述全然一致的建筑实例，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所面对的，

除了晦涩难懂的《法式》文本之外，就是虽然数量不足，

却又千差万别的唐、宋、辽、金建筑实例的考察资料。而

在李庄时的营造学社，又几乎处在连学社社员的基本生存

都难以为继的艰难困苦状态。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先生，也正同时经历着严重的病痛困扰。在这样一个极端

困难的情境下，还在进行着几乎是拓荒性的学术研究，其

困难之大，其对研究者之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与超乎寻常的

实行力方面的严苛要求，是可以想见的！

如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所描述的，

这一时期他的《营造法式》研究工作的大致过程是：“公元

1940 年前后，我觉得我们已具备了初步条件，可以着手对

《营造法式》开始做一些系统的整理工作了。在这以前的整

理工作，主要是对版本、文字的校勘。这方面的工作，已

经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下一阶段必须进入到诸作制度的

具体理解；而这种理解，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必须体现在

对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

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

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这样作，可以有助于对《法式》

文字的进一步理解，并且可以暴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当时计划在完成了制图工作之后，再转回来对文字部分

做注释。”[4]11

在为其文章《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所作的注

中，梁先生也特别提到了他从事《法式》研究的这一过程：

“营造学社同人历年又用《四库全书》文津、文溯、文渊阁

各本《营造法式》及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之清初

标本相互校，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错误。现在我们正在作再

一次的整理，校刊注释。图样一律改用现代画法，几何的

投影法画出。希望不但可以减少前数版的错误，并且使此

书成为一部易读的书，可以予建筑师们以设计参考上的便

利。”[11] 可知，在 20 世纪 40 年代那至为艰难的岁月中，循

着朱启钤先生最早为中国营造学社制定的，从研究《营造

法式》出发，以“……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

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5]1 的

学术路线，梁先生始终锲而不舍全身心地埋头于这一极其

困难的研究工作中。

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梁先生还概括说：“总

而言之，我打算做的是一项‘翻译’工作——把难懂的古文

翻译成语体文，把难懂的词句、术语、名辞加以注解，把

古代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

程画’；此外，有些《法式》文字虽写得足够清楚、具体而

没有图，因而对初读的人带来困难的东西或制度，也酌量

予以补充；有些难以用图完全表达的，例如某些雕饰纹样

的宋代风格，则尽可能用适当的实物照片予以说明。” [4]11

同时，梁先生还给出了一个当时开展《法式》研究工

作的大致时间表和进展情况的简单描述：“从公元 1939 年

开始，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止，在四川李庄我的研究工

作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并有莫宗江、罗哲文两同志参

加绘图工作。我们完成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

木作制度’部分图样。”[4]11

之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梁先生

的工作过于繁忙，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营造法式》的整

理工作就不得不暂时搁置，未曾恢复。” [4]11

在搁置了十余年之后，梁先生主导的《营造法式》研

究于 1961 年重新开始。这一次的参与者，包括楼庆西、徐

伯安、郭黛姮三位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的教师。当时

已是教研室负责人的莫宗江先生也参与了这一阶段的部分

指导性与讨论性工作。用梁先生的话说：“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我们已经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

度’的图样完成，至于‘小木作制度’，‘彩画作制度’和

其它诸作制度的图样，由于实物极少，我们的工作将要困

难得多。我们准备按力所能及，在今后两三年中，把它做

到一个段落，——知道多少，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4]12

换言之，除了在古建筑实例发现、考察与研究的日常

工作中，以日积月累的方式，结合文本与实例对《法式》

中的行文内容作逐一的、循序渐进的研读与探究之外，在

梁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中，曾经有两个阶段他几乎用尽全力

对《营造法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第一次就是在至暗时刻的 1939—1945 年，他与学社其

他成员在四川李庄的时候。这一期间，带病坚持工作的梁

先生，在独立承担《中国建筑史》与英文本《图像中国建

筑史》两部书艰难写作的同时，还带领莫宗江、罗哲文先

生等人有计划地开展了《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与制图。

这一时期，他们不仅对《法式》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

木作制度等的文本进一步考订，对其文字加以分析理解与

阐释，并以现代绘图方式绘制了详细的壕寨、石作与大木

作等的制度图样。从后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似乎与梁先生

的《营造法式》研究可能有所关联的部分草图资料猜测，

是否有可能也是在那一段至为艰难的时期，梁先生或也曾

尝试着对《法式》小木作部分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究？

甚或也有可能带领助手们绘制了一部分小木作制度铅笔草

图？这一问题至今仍令人充满疑问。但是无论如何，这一

艰难时段梁先生带领他的助手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为后

来《〈营造法式〉注释》一书的最终完成，打下了一个坚实

的基础。

第二次则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忙碌、探索与挫折之后，

在国家进入最困难时期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梁先生再一

次把精力集中在了《营造法式》研究的最后冲刺上。这就

是他提到的，从 1961 年开始，“这项搁置了将近二十年的

工作又重新‘上马’了”[4]11。

这一次重拾《营造法式》研究工作的时间，大约持续

到 1965 年下半年，据林洙老师所编《梁》一书中所附 1965
年 9 月 21 日梁先生的一封信中的描述，那一时期，他的

“全部时间都用在《法式》上。总计文字约九万字，大图版

57 张，插图 94 张。这一部分算是完成了。当然，文字部分

又有不少增、删、改，需要重抄一遍。图也有些要稍微修

改一下的。总的来说，可以说质量是不低的。徒弟们付出

极大量的劳动，没有他们（特别是我眼花，手抖了），这工

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他们也已经把小木作的图版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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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草稿，只欠上墨画成正式图）全部完成。我的注释部

分也已经开始，计划在年内完成，即将小木作以前部分交

中华书局排印”[12]399。

这第二次对《营造法式》研究的全面展开，如梁先生

所言：“对于《营造法式》的文字部分，我们这一次的工作

主要有两部分。首先是将全书加标点符号，至少让读者能

毫不费力地读断句。其次，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加以注

释；把一些难读的部分，译成语体文；在文字注释中，我

们还尽可能地加入小插图或者实物照片，给予读者以形象

的解释。”[4]13

梁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在体裁上，我们不准备遵循

传统的校正、考证，逐字点出，加以说明的形式，而是按

历次校勘积累所得的最后成果呈现出来。我们这样做，是

因为这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重要在于搞清楚它的科

学、技术内容，不准备让版本文字的校勘细节分散读者的

注意。”[4]13

梁先生的这些话，正是我们理解《〈营造法式〉注释》

这部学术大著的一把钥匙。其要点，一是要通过标点符号

的标注与文本内容的充分注释，使人能够看得懂；二是以

经过包括梁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学术大家反复校勘过的

《营造法式》文本为基础，将研究与注释的重点聚焦在《法

式》蕴涵的科学与技术层面上，从而使这样一部营造古籍

更好地展现其科学与技术的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要点突出、

思路清晰的科学研究路线。

8 《〈营造法式〉注释》中的创造性发现

梁先生最初的计划，是将《〈营造法式〉注释》一书

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包括当时已经基本完成的“壕

寨制度”“石作制度”与“大木作制度”的文字注解、插

图配置与诸作图样。下卷则将更为繁琐细致的“小木作制

度”“彩画作制度”及其他各作制度，以及功限、料例等集

为一卷。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在那一

时期采用刻板油印的方式，将《〈营造法式〉注释》上、下

两卷的初稿逐字逐句、工工整整地刻字印刷，作为正式出

版前的原稿以供核对、纠错之用。刻板油印这一过程所花

费的功夫，不亚于将《法式》全文及梁先生的注释文字仔

仔细细地校核誊写了一遍。

遗憾的是，梁先生最终未能亲眼看见他花费了大半生

辛劳与心血所完成的学术大作的最终付梓出版。在最后的

艰难岁月中，梁先生在社会运动与体弱病痛的双重高压下，

连自己的科研助手绘制的“小木作图样”也没能有机会加

以更为深入的指导。关于这一点。徐伯安先生在其为《〈营

造法式〉注释》所写的“编后记”中作了特别说明。

从梁先生《〈营造法式〉注释》下卷文字的字里行间，

我们似乎也能够感受到，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对于涉及

古人宗教建筑设施如佛道帐、壁藏等的宋代小木作制度，

以及涉及为帝王宫廷的殿阁厅堂或佛寺、道观等建筑提供

装饰的彩画作制度，梁先生在遣词造句上是如何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的外在氛围下，

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对下卷的研究，很难达到他们在上卷

研究时的着力程度。换言之，《〈营造法式〉注释》下卷

部分未充分展开或未及深入说明的部分，其原因不在梁先

生和他的研究团队投入精力不够，而在其时其势的大环境

所限。

《〈营造法式〉注释》中关于《法式》行文的许多科学

解释，都是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如其对屋顶

举折部分有关斗尖亭榭之簇角梁法的研究，对房屋翼角结

构中隐角梁的解释，对彩画作中关于绘制彩画用色的主要

原则的阐释，及对建筑彩画装饰和绘画创作的区别等所做

的注解，都具有独创性与理论性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科

学发现之一，就是对宋式建筑中“铺作”出跳概念的诠释，

即对何谓“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二跳谓之五铺作”等的

科学解释。梁先生还特别谦虚地将这一重要科学发现归功

于他学术助手们的名下。

重要的是，在这一研究中梁先生已经注意到《法式》

行文中一些数据表述的秘密。如在“石作制度·重台钩阑”

节中，梁先生注意到《法式》文本中所给出的各种名件的小

尺寸，实际上并非是这一名件的真实尺寸，只是相对于其名

件某一基本构件尺寸的比例性尺寸。这一点在梁先生书后所

附的“石作重台钩阑权衡尺寸表”与“石作单钩阑权衡尺寸

表”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同时，在“门砧限”一节的注释中，

梁先生还进一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绝对尺寸”与“比例尺

寸”这两个概念，从而为理解《法式》文本中所给出的诸名

件细部尺寸，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支撑。

虽然梁先生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概念作更多的解释，但

从全书整体的角度看，这显然是梁先生在《营造法式》研

究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理解了这一发现，就能

够为读者在《法式》后文有关小木作诸名件极其繁细的小

尺寸的理解——即对小木作各部分所列各种琐细名件的小

尺寸，以其某一基本构件的高度或长度为基础，按相关比

例给出的“积而为法”的比例尺寸，对应其文本加以推算

理解，从而得出每一相应构件的最终真实尺寸——提供一

个十分重要的思维基础。

如果说关于《法式》中“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与

“大木作制度”部分，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已经作出了十

分深入透彻的研究，则“小木作制度”及之后的其他各作，

以及其后的“功限”与“料例”部分，情况确实有一些不

同。因为梁先生在展开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时，正处于一

个十分困难的时期。那一时段，对《法式》文本的任何深

究既缺乏相应的资料，也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禁

锢，正如梁先生当时在“小木作制度四、五、六”几节前

迫于当时环境不得不说的话：“这三卷中，都是关于佛道帐

和经藏的制度。佛道帐是供放佛像和天尊像的神龛；经藏

是存放经卷的书橱。在文化遗产中，它们应该列为糟粕。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建筑的创造中，它们更没有什么可资

参考或借鉴的。……因此，关于这三卷，我们除予以标点

符号并校正少数错字外，不拟作任何注释，也不试为制

图。”[13]226

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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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环境，或也理解了何以《〈营造法式〉注释》对小

木作中的佛道帐、壁藏、转轮经藏等部分几乎未作更加深

入的叙述，对彩画作的分析与研究似乎也有一点欲言又止

的感觉。造成这一窘况的原因之一，当是其时也、其势也。

在那样一个历史语境下，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几乎已经尽

到了他们所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理解这一问题的核心要

点是，他们既需要做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又不能轻易陷

入那一特殊时期不必要的社会纠葛之中。即使是这样，上

文提到的几个学术发现与解释，都堪称是《〈营造法式〉

注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梁先生与他所领导的包括莫宗江、楼庆

西、徐伯安、郭黛姮等在内的学术团队，因其取得以《〈营

造法式〉注释》等为代表的许多具有创新发现的重要研究成

果，而获得国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顶级奖项，即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殊荣，的确实至名归。

9 结语

在梁思成先生离开我们 11 年之后，直到 1983 年，令

他辛苦大半生、早在 1945 年就初步完成，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进一步得以完善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的文

字与图版，终于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出版，从而填

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空白。这部书的出版，使得中国

建筑史学界终于能够初步看懂梁先生在数十年前所说的中

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的第二部。特别是其中有关宋

代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与大木作制度部分的科学、详尽且

通俗的诠释，明显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学界与文物保护界对

中国早期木构建筑实例，尤其是对唐、宋、辽、金、元建

筑的进一步普查发现与分析研究。

但是，同样已经完稿且有《〈营造法式〉注释》油印稿

本的，包括了小木作等诸作制度，及功限、料例等内容注

释的“下卷”，却迟迟难见正式付梓刊印的希望。时间又过

了将近 20 年，2000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启动了《梁思成

全集》与《刘敦桢全集》的出版工作，事情的发展才得到

了新的转机。直至新世纪之初的 2001 年，也就是梁思成先

生获得陶本《营造法式》之后的第 76 个年头，以及梁先生

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整整 70 年之后，同时也是朱启钤先生发

现宋《营造法式》80 余年之后，朱先生在学社成立之初所

设立的重要学术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梁先生曾为之艰难探

索、辛劳大半生的对宋《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成果——

《〈营造法式〉注释》全本，终于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

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史

上的一件大事，或也可以称之为一部贯穿了 20 世纪大半个

世纪的中国建筑学术史的经典大著。

今天，在梁先生辞世 50 多年以及《〈营造法式〉注释》

全本问世 20 多年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再一

次将包括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等在内的、梁先生生前完

成的一些重要著作刊印出版，其中也包括凝聚了梁先生大

半生心血的《〈营造法式〉注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这部书无论在梁先生的学术成果中，还是在近现代中国

建筑史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与价值。透过

这部书，每一位读者需要了解与回溯的，不仅是自《营造

法式》问世以来的古代中国千年营造史，更是既迂回曲折

又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中国建筑学术史。

参考文献

[1]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
1-10.

[2] 朱启钤．重刊营造法式后序 [M]//李诫．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第 1册．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1-8．
[3] 陶湘．识语 [M]// 李诫．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第 4 册．杭州：浙江摄

影出版社，2020：249-257．
[4]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序 [M]//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 7 卷．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5-16．
[5]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6．
[6] 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

3（4）：123-129．
[7]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2）：

1-93．

[8] 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
1-52.

[9] 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1-41.
[10] 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

（3，4）：1-168．
[11] 梁思成．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5，7

（2）：1-8．
[12] 梁思成．梁 [M]．林洙，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13]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M]//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 7 卷．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5-524．


